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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与未来
展望∗

□傅　 颖　 李金展　 苏华威　 高　 皓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 ‘本地嵌入’ 家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模式、 效果及政策优

化研究” （２２ＣＧＬ０４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微观形成机制及对跨代创业的影响

研究” （７２０７２１５９）、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独立董事实业投资经历的公司治理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２１ＹＪＣ６３００２６） 的资助。

领域编辑推荐语：
“本文最大的亮点是： 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领域 ‘结论不一致’ 以及跟踪性与原创性研究 （国内对比国外）

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理论发展的展望。 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探索中国家族企业研究未来

的发展方向。”
———方汉青

　 　 摘　 要： 家族企业作为全球范围内独特且重要的组织形式， 在诸如慈善捐赠、

社区参与等企业社会责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尽管近年来家族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方

面的研究成果快速增长， 但缺乏对这些成果基于文献的整理与归纳。 本文基于发表

于 ＦＴ５０ 期刊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资助期刊的高水平论文， 分析了家族企

业社会责任的测量方式， 结合相应理论基础与实证结果， 归纳了 “家族” “企业” 系

统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内容。 基于主要研究内容和理论基础， 本文就家

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常常出现的 “结论不一致” 现象进行了讨论。 本文从理论发展、

跟踪性与本土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行了未来研究展望。

关键词： 家族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 家族涉入； 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

一、 引言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霍华德·鲍恩所著的 《商人的社会责任》 出版以来， 企业社

会责任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一直属于管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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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全球气候变暖、 能源危机以及新冠疫情挑

战背景下， 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有增无减， 呈持续增长趋势。 然而， 尽管企业

社会责任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研究发展历程，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却始终未能也难以

达成一致 （Ｄａｈｌｓｒｕｄ， ２００８）。 这一方面造成了

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维度呈现多样化， 另一方

面也对学者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挑战———理解和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行为需要考虑不同的

组织性质———换言之， 以中国为例， 国有企业

与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差异明显而需要更为条

分缕析的研究。 家族企业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

希望能稳定代代相传的企业 （ Ｃｈｕａ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

企业研究中心与汇丰中国合作发布的 《２０２３ 中

国家族财富管理》 报告， 我国 ４７００ 多万家民营

企业中， ８５％以上属于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吸

纳了全国 ６１％的就业人口， 为国家经济发展贡

献了重要力量 （窦军生等， ２０２０）。 与此同时，

家族企业是每年中国慈善捐赠的重要来源 （陈

凌和陈华丽， ２０１４）， 正在成为 “万企兴万村”

参与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 就此而言， 对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意义。

然而，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家族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比战略管理领域起步晚得多。 从文

献检索的结果看， ２００４ 年后国内外学者方被先

驱学者唤起重视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

（Ｇａｌｌｏ， ２００４； 郑奇磷和赵秦莲， ２００４）， 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自此开始加速增长。 虽然国

内外学术界中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已取得一

些成果， 但进行系统归纳整理的研究付之阙如。

这一现状既无法展示家族企业相关研究的过去

成就， 也无法为下一阶段契合中国经济社会需

求的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提供启发与思

路。 首先， 本文基于国内外发表于英国 《金融

时报》 用于编制 Ｆ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名时所使用的 ５０

种期刊 （ＦＴ５０）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

点资助期刊的论文， 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主

要研究内容结合理论基础进行评介； 其次， 本

文就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常常出现的 “研

究结论不一致” 进行了讨论； 最后， 本文对中

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

了展望。

二、 数据来源与文献收集

本文分别选取中国知网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

据库作为分析文献的来源。 在国外研究方面， 本

文参照 Ｍａｒｉａｎｉ 等 （２０２３） 使用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和 “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作为关

键词检索。 然而， 学者提出在社会责任学术文献

中， 环境维度显著低于其他维度在定义中出现的

频率， 导致环境维度并不总是包含在企业社会责

任的文献中 （Ｄａｈｌｓｒｕｄ， ２００８）， 因此除了上述两

个关键词， 本文增加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ｇｒｅｅｎ 作为

关键词。 本文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高级检索

选项中， 以 “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 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ＯＲ “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 ） ＡＮＤ

（ＣＳＲ 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 ｇｒｅｅｎ） ］ ” 为检索式， 出版时间

设置为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进行

检索， 将数据库选定为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

文献类型设置为 “论文”， 语种设置为 “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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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ｈ”， 最后共检索出 ４３０ 篇研究文献。 在国内研

究方面， 基于与英文检索关键词一致原则， 中文

文献检索关键词包括： 家族企业、 企业社会责

任 ／社会责任 ／环境 ／绿色。 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

中按照上述关键词进行搜索， 发表时间设置为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检索范

围选定为 “学术期刊”， 最后共检索出 １７８ 条

结果。

通过阅读检索得出的文献， 从文献的标题、

摘要、 研究内容等方面， 按照以下标准筛选符

合要求的文献： 首先， 判定研究对象是否为

“家族企业”， 剔除非家族企业研究文献； 其次，

判断内容是否与 “企业社会责任” 有关， 剔除

如家族企业传承等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关联很

小或没有关联的文献； 最后， 注意保留关键词

不包含 “企业社会责任” 但属于家族企业社会

责任主题的研究文献， 如家族企业环境责任、

家族企业慈善捐赠。 经过上述筛选， 最终研究

样本为 １９０ 篇国外研究文献和 １０２ 篇国内研究

文献， 对相关文献进行年度发文数量统计①， 如

图 １ 所示。

图 １　 国内外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发表趋势

三、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主要研究内容

（一）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

企业实践中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

种类繁多， 反射到学术研究中， 实证研究对家

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测量亦多种多样。 在介

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研究内容之前， 有必

要先介绍衡量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指标情

况。 本文就发表在高水平国内外论文中社会责

任的维度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图 ２ 所示。

① 本文作者梳理了高水平期刊 ［ 《金融时报》 ５０ 期刊 （ＦＴ５０）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资助期刊论文］ 的研究汇总， 包

括其研究理论基础、 社会责任测量方式等。 同时基于文献计量进行了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词频统计。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作者

备查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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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表征与测量

　 　 结果发现， 现有文献以企业社会绩效

（ＣＳＰ） 进行社会责任测量的文献最多， 其中国

外的 ＣＳＰ 主要源自一些机构 （如 ＫＬＤ） 的评

分。 国内高水平期刊的研究未曾有以 ＣＳＰ 进行

社会责任测量的文献。 国外研究中倾向使用环

保表现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表征企业

环境方面社会责任， 国内的类似研究则以 “绿

色责任” 或 “绿色创新” 作为变量名称———它

们也成为国内表征社会责任最多的变量。 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维度的多样性反映在具体测量方

法上， 展现出了测量渠道来源的多样性， 从详

细测量方法中看出涵盖了年报内容分析、 第三

方机构得分、 问卷调查量表、 客观污染投入和

善捐赠数据等。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家族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对于 “裁员”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社会关注” “社区参与” “可持续认证” 进行

了研究， 而上述社会责任的测量方式在国内高

水平文献中还尚未涉及。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介

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研究内容， 进而评

介目前被广泛使用的理论基础。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

家族企业具有家族和企业系统叠加的二元

属性。 家族系统主要指家族自身的成员构成和

治理结构， 企业系统是指家族企业为了实现商

业目标的管理和运营结构 （Ｇｏ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从 “家族” 系统出发进行的相关研究， 可以再

细分为家族成员特征与家族涉入两方面， 前者

社会责任方面研究主要涉及的理论基础包括印

记理论、 身份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 后者主要

涉及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代理

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是 “企业”

系统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要理论基

础 （见图 ３）。

１. 家族成员特征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家族成员特征体现了家族自身成员的构成

特征， 是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热点， 主要

包括 （非） 家族 ＣＥＯ、 女性高管、 二代成员、

ＣＥＯ 信仰等。 作为偏向微观层面的个体研究， 其

所常用的理论既包括身份理论， 还包括印记理论

以及计划行为理论。 Ｄｉｅｌｅｍａｎ 和 Ｋｏｎｉｎｇ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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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现有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

研究了创始家族成员的价值观和身份建构的来

源是个体的宗教信仰、 所处国家文化以及时代

商业的趋势， 金融市场对 ＣＥＯ 信奉宗教家族企

业慈 善 计 划 反 应 更 为 积 极 （ Ｍａｕ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Ｄｏｕ 等 （２０１９） 提出家族所有者为了确

保其身份的持续性和完整性， 会追求长期导向，

导致家族企业追求主动环保行为， 以及可能更

少的裁员 （Ｓｔａｖｒｏ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还有学者发

现女性身份具有独特区别于男性的对社会的关

怀， 也即家族内部女性董事的比例越高， 家族

企业的社会环保绩效越高 （梁强等， ２０２２）。 计

划行为理论支持行为态度是决定行为意向的重

要影响变量。 基于此， Ｕｈｌａｎｅｒ 等 （２０１２） 研究

发现中小家族企业的董事如果感知到的能源和

自然资源保护的收益越大， 企业就越有可能参

与环境管理实践。 印记理论认为， 实体对象在

敏感期所形成的与外部环境显著特征相适应的

特点， 即使之后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仍会持续影

响焦点实体的行为。 改制家族企业创始人行为

更倾向于遵循传统儒家文化理念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 （程晨等， ２０２２）， 相比于非改制家族企

业， 在内部社会责任方面投入更多 （叶文平等，

２０２２）。 普通大众的印记一般认为女性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的合法性要低于男性 （Ｐａｎｗ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在二代成员涉入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

研究方面， 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出发， 研究显

示多代同堂的家族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比由

创始 人 管 理 的 企 业 得 分 更 高 （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

Ｍéｎｄｅｚ ＆ Ａｒｒｏｎｄｏ－Ｇａｒｃíａ， ２０２１）， 第二代的高

度继承意愿会增强家族行业领先地位对绿色战

略选择的正向影响 （吕斐斐等， ２０２０）， 从印记

理论出发， 研究提出家族跨代参与会弱化改制

家族企业与内部社会责任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 （叶文平等， ２０２２）。 就家族成员意愿而言，

身份理论是家族主导联盟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通过展示与其身份相一致的特定价值， 以此获

得利益 相 关 者 对 其 身 份 的 认 可 （ 奚 菁 等，

２０１７）， Ｄｅｌｍａｓ 和 Ｇｅｒｇａｕｄ （２０１４） 发现家族企

业主具有跨代传承意愿有助于其进行积极的生

态认证； Ｄéｎｉｚ 和 Ｓｕáｒｅｚ （２００５） 指出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行为差异性可能是由于家族价值观和

文化的异质性所致， 家族企业所展示的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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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价值观———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有利于其

进行社会责任实践 （Ｍａｒｑｕ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 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家族涉入一般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 家族

所有权、 家族管理权和家族控制权的持续时间

（Ｄｏ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此部分现有研究大量集中

于家族涉入后， 比较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参

与社会责任的差异， 社会情感财富视角是最常

见的理论基础。 总的来看， 大多数实证研究观

点认为家族企业相比于非家族企业更具有社会

责任。 以 Ｇｏｍｅｚ－Ｍｅｊｉａ 为代表的学者于 ２００７ 年

提出以 “社会情感财富” （ＳＥＷ） 为核心概念

来阐释家族企业治理和战略问题， 之后保护社

会情感财富被认为是家族与非家族企业在行为

方面差异的首要原因 （ Ｇｏｍｅｚ － Ｍｅｊｉ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Ｂｅｒｒ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ＳＥＷ 反映出家族

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心， 是亲社会和积

极的因素， 家族成员将企业视为自身的延伸，

更可能避免组织的负面影响， 因此家族企业比

非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社会责任 （Ｃｅｎｎａｍ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Ｃｒｕ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例如， 为

了保护自身形象， 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对员

工和产品方面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 （ Ｄｙｅｒ ＆

Ｗｈｅｔｔｅｎ， ２００６）； 类似地， 与非家族企业相

比， 家族企业表现出明显更积极的 ＣＳＰ 社会

主动性 （ Ｂｉｎｇｈａ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环境绩效

（Ｂｅｒｒ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Ｐａｎｗ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和绿色创新倾向 （马骏等， ２０２０）， 也更可能提

供范围更广的独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Ｃａｍｐｏｐ⁃

ｉａｎｏ ＆ Ｄｅ Ｍａｓｓｉｓ， ２０１５）。 Ｓｔａｖｒｏｕ 等 （ ２００７）

发现不管业绩如何， 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裁

员得更少。 相对于非家族企业， 由家族所控制

的企业会更加积极地投入慈善捐赠 （朱丽娜和

高皓， ２０２０）。 最新的研究表明， 产权保护叠加

社区逻辑促使家族企业在保护社会情感财富进

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更多 （ Ｂｅｒｒ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对于家族企业集团， 研究发现当集团内

部分企业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时， 其他关联

企业在追求社会情感财富从事社会责任方面会

减少 （Ｏ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然而， Ｃｕｉ 等 （２０１８） 研究发现家族控制

与社会责任绩效 （ＣＳＰ） 之间呈曲线关系， 在

较低的控制水平下， 家族所有者在保护他们的

ＳＥＷ 的社会倡议上投入更多。 但当超过 ３６％的

控制阈值水平， 经济因素压倒了 ＳＥＷ， 社会责

任绩 效 表 现 开 始 下 降。 类 似 地， Ｔｅｒｌａａｋ 等

（２０１８） 发现家族所有权与企业环境保护信息披

露倾向呈 Ｕ 形关系， Ｄｏｕ 等 （２０１９） 研究显示

家族所有权对主动环保行为并不产生直接影响。

Ｍｅｍｉｌｉ 等 （２０１８） 研究显示旅游和酒店业家族

企业中家族所有权与可持续实践起消极作用。

针对结论不一致的状况， 有学者进一步细分了

社会责任分类， Ｃｒｕｚ 等 （２０１４） 发现与非家族

企业相比， 家族企业不太可能积极践行与内部

利益相关者 （员工和治理） 相关的社会责任实

践， 但更有可能采取与外部利益相关者 （环境

和社区） 相关的社会责任实践。

代理理论是家族权力涉入的另一个重要理

论基础。 代理理论关注委托人 （主要是所有者

家族） 和代理人 （主要是非家族管理者） 之间

的冲突， 其特征是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代

理人相对于委托人具有信息优势， 使代理人可

能不按照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事， 而是为个人

利益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傅颖等， ２０２１）。 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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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ｌｌｅ 等 （２０１８） 从代理理论出发指出家族股东

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股东阶层， 拥有高度的控

制动机、 长期的任期， 家族股东比其他大股东

更有可能承担对社会责任项目过度投资的成本，

当成本过高时家族大股东将放弃社会责任的选

项。 Ｃｕｉ 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侧面验证了上述观

点， 与此同时， 家族企业中还容易产生第二类

代理问题， 亦即家族大股东容易侵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 （ Ｍｏｒｃｋ ＆ Ｙｅｕｎｇ， ２００３）。 朱丽娜等

（２０２２） 指出社会责任的目标可能会遭到非家族

股东的抵制， 因为家族一心追求社会情感财富

目标的动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非家族股

东的财务回报。 类似地， 企业社会责任从短期

来看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这种只会给家族成

员带来更好形象和社会地位的非经济目标往往

对非家族经理促进作用有限， 由此朱丽娜等

（２０２２） 提出家族管理权越大越有利于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 反之， 非家族管理权越大将更可能

抑制社会责任行为。

３. “企业”系统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从 “企业” 系统出发，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的研究取得了系列有趣的结论。 行为代理模型

认为， 企业的行为风险偏好取决于损失规避和

问题框架①， 出于问题框架而非短期损失为参考

点， 家族企业可能进行绿色创新 （马骏等，

２０２０）。 家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压力。 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的家族企业更加愿意采取绿色战略 （吕斐斐

等， ２０２０）， 原因在于其处于制度和社会双重舆

论压力之下。 与之类似， Ｕｈｌａｎｅｒ 等 （２０１２） 研

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 创新导向越强的家族企

业， 越有可能采取环保管理措施。 Ｂｅｒｒｏｎｅ 等

（２０１０） 和 Ｐｅａｋｅ 等 （２０１７） 发现家族企业在当

地社区的时间越长， 越可能参与社区导向的社

会责任， 原因在于其处于当地社区的非正式制

度压力之下。 Ｃａｍｐｏｐｉａｎｏ 和 Ｄｅ Ｍａｓｓｉｓ （２０１５）

运用制度理论， 发现与非家族企业相比， 家族

企业传播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种类更多， 强调

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主题， 但对企业社会责任

标准的遵守程度更低。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定义为 “考虑利益相

关者期望和经济、 社会和环境绩效的三重底线

的组织行动和政策” （Ｃｕ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无论

是对家族企业还是非家族企业， 利益相关者理

论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基础。 家族

企业以家族命名时， 会格外重视 “家族” 这个

利益相关者， 从而加强慈善捐赠 （朱丽娜和高

皓， ２０２０）。 由于追求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利

益， 而不是仅仅为了股东最大化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 家族企业会更少地裁员 （Ｓｔａｖｒｏ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然而， Ｃｒｕｚ 等 （２０１４） 提出家族企业

追求社会情感财富的 “家族控制和影响” 这一

维度， 使家族所有者更偏爱雇用家族成员。 上

述行为会导致家族企业对非家族成员的不公平

对待， 因此， 家族企业与内部利益相关者活动

负相关。 换言之， 学者提出， 与非家族企业相

比， 家族企业的管理者更可能不会认同公司的

内部利益相关者 （Ｃｕ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① 损失规避指行为主体往往更加重视损失而非收益， 问题框架指行为偏好往往参考当前的资产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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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致” 的讨论

从上述研究内容中可以看出， 在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领域， 针对家族企业 （与非家族企业

比较）， 以及家族涉入对于社会责任的影响， 研

究尚有大量结论不一致之处。 其中家族企业

（与非家族企业比较）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家族企业

度量的差异所致； 家族涉入对于社会责任的影

响形成的结论不一致， 本文提出包括两方面原

因， 一是关于家族涉入的测量， 二是未能把家

族能力和意愿涉入做统筹考虑。 此外， 我们也

讨论了更广泛的可能导致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

究 “结论不一致” 的原因， 即社会责任研究中

对因变量的测量。 最后， 我们讨论了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中相关理论的前提假设的差异性

所可能导致的研究 “结论不一致”。

１. 对家族企业度量的差异所致

家族企业研究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对于家族

企业的定义与测量， 学者在过去数十年一直致

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 Ｃｈｕａ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Ｒａ⁃

ｍａｄａｎｉ ＆ Ｈｏｙ， ２０１５； Ｒｏｆｆｉ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但

又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这导致实证文献

中测量家族企业的方式具有多样性特点。 具体

来说， 有的文献在家族企业的操作定义上只关注

家族的股权 （Ｍａｕ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Ｋｉ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有的文献含有更加严格的操作定义， 不

仅关注家族股权， 还要求家族中至少有一名成员

在该公司的高管团队中担任职务 （Ｃａｍｐｏｐｉａｎｏ ＆

Ｄｅ Ｍａｓｓｉｓ， ２０１５） 或是至少有两个董事来自同

一个家族 （Ｓｔａｖｒｏ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刻画家族股

权 （ｓｈａｒｅｓ） 的比例阈值也有差异， 非上市家族

企业一般使用 ５０％作为家族企业的分界线； 对于

上市家族企业， 倾向使用投票权 （ｖｏ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进行家族企业的表征， 而对于投票权的比例， 不

同的文献又存在差异， 如有的家族投票权的阈值

定义在 ２０％ （Ｃｒｕ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Ｌóｐｅｚ－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有 的 则 定 义 在 １０％ （Ｍａｕｒｙ，

２００６） 或者５％ （Ｓｔａｖｒｏ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朱丽娜和高

皓， ２０２０）。 此外， 国内文献对于家族企业的定

义往往还要求家族属于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述对于家族企业度量的差异， 造成哪些属于

家族企业， 哪些属于非家族企业的标准具有变

动性， 换言之， 度量方式选择的差异性导致了

家族企业 （与非家族企业比较） 对社会责任的

影响的结论不一致。

２. 对家族涉入度量的差异所致

目前家族涉入使用最常见的表征是所有权

和管理权涉入， 但如何测量也未能形成完全的

统一。 从所有权涉入方面看， 非上市家族企业

所有权一般以股权衡量， 上市企业的所有权则

包含着控制权和投票权， 此处与家族企业操作

定义类似。 家族管理权的涉入也包含多种情形，

例如家族成员是否担任董事会成员或董事会主

席 （Ｌｕｏ ＆ Ｃｈｕｎｇ， ２０１３）， 家族成员是否担任

高管或家族成员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比例。 上

述家族企业或家族涉入操作定义的差异， 一定

程度造成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不一致”

现象。 针对家族涉入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果产

生矛盾的情况， 有学者则提出可以从组态构型

出发研究家族涉入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实

证结果显示两种治理配置可以催化家族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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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绩效， 分别是： ①１００％的家族所有

权、 第一代领导、 家族在董事会中的高度存在

以及家族在管理中的低参与度的组合； ②１００％

的家族所有权、 第一代领导、 家族在管理中的

高度参与以及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存在的组

合 （Ｓａｍａｒ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３. 未能把家族能力和意愿涉入做统筹考虑

Ｄｅ Ｍａｓｓｉｓ 等 （２０１４） 提出过往许多家族企

业行为研究存在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忽略了同时

考虑家族能力和家族意愿涉入， 只有当同时考

虑上述两者时， 才是家族企业行为发生的必要

条件。 换言之， 虽然家族参与所有权、 管理权

和治理 （能力涉入） 是家族企业的决定性特征，

它们的涉入可能导致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发

生， 但上述预测指标是不稳定的， 当参与的家

族有意愿涉入以追求家族为导向的社会责任行

为时，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发生才将是必然事

件， 此时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致”

的可能性将大为减少。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致” 的

第二方面原因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差异所

致。①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表现形式多样， 现有文

献中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方式亦呈现多样

性特点。 大的方面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内

部 ／外部社会责任以及象征性 ／实质性社会责任。

就内外部社会责任而言， Ｕｈｌａｎｅｒ 等 （２０１２）、

Ｄｏｕ 等 （２０１９） 分别使用了环境管理实践和企

业主动环境战略来测量内部社会责任， 此外还

有学者使用了 “支付职工福利、 社会保险费及

住房公积金等” 和 “裁员” 来测量企业内部社

会责任 （叶文平等， ２０２２； Ｋｉ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对于外部社会责任， “慈善捐赠” 是较为常见的

测量指标 （Ｍａｕ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Ｄｕ， ２０１５）。

就象征性和实质性社会责任而言， 其中象征性

社会责任的测量指标常常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的 披 露 （ Ｃａｍｐｏｐｉａｎｏ ＆ Ｄｅ Ｍａｓｓｉｓ， ２０１５；

Ｔｅｒｌａａ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和环境沟通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ｅｈｒｅ ＆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９），

实质性社会责任包括一些实质性的环境保护表

现， 如 “使用对人类构成毒性威胁的物品”

（Ｂｅｒｒ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固体垃圾直接扔到周

边 ／餐饮和生活污水直接排放” （杨学儒和李浩

铭， ２０１９）。 从上述测量中可以看出， 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的测量呈现多面性和内容多样性特点，

而且更关注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效果， 在很大

程度上忽视了对家族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事实

上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最被广泛使用的社会

情感财富理论， 所突出的是家族企业进行社会责

任活动往往追求的是家族中心的目标 （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ｇｏａｌｓ） （Ｎｅｗｂｅｒｔ ＆ Ｃｒａｉｇ， ２０１７）， 如社

会情感财富中的家族声誉、 家族在当地社区的

声望。 然而， 就现有研究看， 这些家族的社会

责任效果还未被积极地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也

导致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致”。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致” 的

第三方面原因是相关理论的前提假设的差异性

所致。 换言之， 相关理论前提假设暗含了家族

企业可能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不一致。 例如，

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往往自私且追求短期收

益， 有机会主义倾向， 以此推理出职业经理人

执掌的家族企业可能并不偏向于社会责任活动

① 当然， 这一问题在非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中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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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因为其导致成本支出和零

回报； 管家理论认为职业经理人并非 “机会主

义的偷懒之人”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 Ｄａｖｉｓ， １９９１），

相反他们甚至会展示出亲组织的集体主义行为，

以此推理出职业经理人执掌的家族企业进行企

业内部社会责任的倾向将更加明显 （Ａｇｏｓｔｉｎｏ ＆

Ｒｕｂｅｒｔｏ， ２０２１）。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中延伸型和

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维度的划分同样造成了家

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张力存在， 具体来说延

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引导家族企业追求长期战略

导向， 以此推理可能更倾向进行内部社会责任

并进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声誉建设； 约束型社

会情感财富意味着家族企业重视对企业的控制

和短期的利益， 以此推理更可能损害非家族成

员的利益， 排斥内部的企业社会责任。

五、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展望

（一） 国内 ｖｓ. 国外： 跟踪性与本土性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就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而言， 中国的家族企

业社会责任形式和方式与西方有一定的差异，

一方面， 国外的某些研究热点国内尚没有关注，

本文称为跟踪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另一

方面， 学者认识到本土研究 （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对于管理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性， 所谓

“本土研究” 是指使用当地语言、 当地研究对象

和当地有意义的概念对当地现象进行的科学研

究， 目的是建立或检验能够解释和预测当地社

会和 文 化 背 景 现 象 的 理 论 （ Ｂｒｕ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就此而言， 本土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

究值得进一步深度挖掘。

１. 跟踪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首先， 国内学者有必要拓展家族企业社会

责任的研究类别， 包括 “裁员” “社会责任信

息披露” “社会关注” “社区参与” “可持续认

证” 等。 与此同时，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除了区分内部 ／外部、 直接 ／间接社会责任， 还

可以区分家族企业象征性和实质性社会责任的

履行情况 （Ｃｏｍｂ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而中国情境

下较为重视和呼吁的家族企业参与其中的能增

进社会福祉的事业———如乡村振兴等， 均是实

质性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其次， Ｆ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２） 指出虽然国际上一

般的研究结论认为家族企业积极促进社会责任

活动， 但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的家族企业却展

现出比较低的社会责任行为， 这其中的原因值

得国内学者深入探讨。 Ｄｕ （２０１５） 发现中国家

族企业在环保表现糟糕时反而慈善捐赠表现慷

慨， 这说明中国家族企业是否更可能倾向于以

有选择性的和以工具性的方式对待企业社会责

任 （Ｌａｂｅｌｌ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非家族企业是否也

有类似行为？ Ｃｒｕｚ 等 （２０１４） 指出一些国家可

能更关注 ＣＳＲ 的一些维度， 而忽视了另外一些

维度， 中国的家族企业更加重视哪一类？ 总的

来看， 不像国外大量学者进行了家族和非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异同研究， 国内学者尚未对中国

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方式、

效果等进行深入比较， 这部分研究尚有拓展

空间。

最后， 国内学者目前对于环境保护、 慈善

捐赠等反应型社会责任的关注较多， 对战略型

社会责任的研究尚不足。 反应型社会责任更多

体现的是企业在应对突发灾难、 事故等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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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和公民行为， 反应型社会责任对于社会是

有利的， 但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此类社会

责任更偏向于成为企业的成本支出。 战略型企

业社会责任指的是企业通过战略性行为投资于

竞争环境中的某些社会因素或者通过产品或服

务等价值链创新活动使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相

一致的社会责任行为。 战略型社会责任在当下

要求家族企业能结合当地发展进行诸如乡村振

兴、 共同富裕、 增加就业的行动， 这类活动的

特点将不仅对社会有利， 而且对企业本身也将

带来益处， 如通过乡村振兴可能有助于企业价

值链的提升补强。

２. 本土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首先， 国外家族企业研究常以家族所有权、

管理权等表征家族涉入， 国内学者提出基于中

国情境家族涉入可分为 “家” 和 “宗” 两种类

型， “家” 是相对独立单元， 基础是土地和财

产， 基本目标在于生存； “宗” 的基础在于父系

血缘， 源头是共同祖先 （如一个村大多数属于

同一个姓氏）， 维持着宗族网络内部的和谐关

系； 中国的传统宗族是基于差序性的人伦关系，

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结构是由 “礼” 来规定

的， “礼” 规范了处于社会圈子不同位置的社会

成员的行为， 从而形成了长幼有序、 男女有别

的主从型的社会人际关系 （黄玉兰， ２０２１）。 基

于财产的 “家” 多追求经济目标， 而基于血缘

的 “宗” 更看重非经济目标 （朱斌， ２０１５）。

在讲究血缘亲情的传统乡土社会， “义” 大于

“利”， 注重家族的利益、 集体的利益 （黄玉

兰， ２０２１）， 就此而言， 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族涉

入可能出现超越小家族涉入而展现对宗族涉入

的现象， 常见的情形包括本土乡镇企业招聘同

宗族的员工保障他们的生存和生活， 还包括在

外地发展具有成就的企业回归宗族进行社会责

任的建设， 这些人被当下的媒体形容为中国的

“新乡贤”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① 上述现

象具有中国当地的特色， 值得对其可能产生的

新的概念或它们的社会责任形成过程进行研究。

其次， 在 “企业” 系统方面， 一些本土有

意义的概念值得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借鉴。

这些构念包括国有股份涉入、 民营企业党建活

动、 改制型家族企业等。 其中可能涉及的研究

问题包括拥有国有股东的家族企业是否更具有

社会责任积极性？ 家族企业中党建活动 ／派驻党

委书记是否促进了社会责任活动？ 改制家族企

业究竟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如何？ 上述问题所涉

及的变量或许将成为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新的

解释变量。 此外， 目前主流的研究通常以控制

人为自然人或者家族， 以及他们的投票权等因

素作为衡量是否为家族企业的评判， 本文认为

国内上市家族企业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细分， 一

方面可以从家族生命周期的角度， 划分为一代

控制和后代控制家族企业； 另一方面， 可以从

股权的角度划分为国有股权涉入家族企业以及

机构投资者涉入家族企业， 最新研究显示上述

不同家族企业特征对企业环保认证产生了差异

性影响 （Ｂｅｒｒ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上述不同上市

家族企业类型对其他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差异

值得进一步研究。

① 刘知宜： 《对话 新乡贤如何为乡村贡献新力量》， 澎湃新闻，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２３２２５８４８，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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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家族企业社

会责任的研究。 在中国语境下， 需要以儒家为

中心 的 理 论 来 准 确 理 解 许 多 现 象 （ Ｂｒｕ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包括社会责任现象。 中国社会

自古就有 “儒商” 一词， 儒商是指在从事商

品经营实践过程中能自觉地以儒家思想和价值

追求作为经营管理的哲学指导的企业家 （李军

和张运毅， ２０１８）。 针对儒商与家族企业社会

责任的研究， 既可以使用当地语言， 也可以运

用当地现象进行相关研究。 在使用当地语言方

面， 不仅在研究中可能涉及一些儒家经典 （如

四书五经） 中关于儒家与社会责任的表现

（如 “大商之道， 在明明德， 在兴业， 在止于

至善” ）， 也可能涉及儒家与中国当代社会主

义语言的论述， 典型的结合如 “和谐社会”

等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８）， 就此而言， 中国家族企业

的学者进行社会责任研究， 可以借鉴经济历史

学派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特别是儒家政治理论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进行相应的家族企

业社会责任研究 （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８）， 这将有助于

理解中国家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动机、 方

式， 或者能成为学者未来进行中国家族企业研

究本土理论拓展的重要方面。 在运用当地现象

进行研究方面， 中国古代的晋商股份构成中，

除出资人的银股外， 还有掌柜阶层和资深伙计

持有的人身股。 顶身股不用出资， 而是凭自己

的劳动。 晋商的这种制度设计避免了任人唯

亲， 通过与社区的嵌入 （地缘文化共同体）

而做到了举贤与能， 也体现了对员工的关怀

（胡国栋和王天娇， ２０２２）。 这种历史现象对

于现代中国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

特别是在内部社会责任的员工福利方面具有哪

些启示？ 上述问题的探索， 一方面借助案例研

究和历史研究可以扩展社区社会情感财富视角

乃至提出更具解释力的家族企业构念； 另一方

面， 上述研究成果将对当下家族企业助力共同

富裕产生启示。

（二） 基于理论发展的开拓与展望

１. 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依据解构 “家

族” 系统

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无论个体层面抑

或企业层面都使用最为广泛的理论基础。 其所

包含的五个维度为： 家族权力与控制、 家族身

份、 社 会 纽 带、 情 感 依 恋、 家 族 跨 代 传 承

（Ｂｅｒｒ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然而， 目前社会情感

财富使用的一大局限在于维度测量方面， 学者

们倾向于使用家族涉入， 包括治理、 所有权和

管理 权 等 作 为 ＳＥＷ 的 代 理 测 量 （ Ｃｅｎｎａｍ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Ｚｉｅｎｔａｒａ， ２０１７）， 但对于其他维

度包括社会纽带、 家族情感依附、 跨代传承等

刻画与测量明显不足， 事实上每个家族企业所

看重的社会情感财富的维度往往并不一样， 同

理， 社会情感财富在不同的家族企业中的体现

程度也不尽相同， 这是造成家族企业异质性的

来源之一。 以此逻辑， 未来的研究可以分类讨

论社会情感财富不同维度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

任的影响情况， 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讨论家族

权力与控制的研究已经过剩， 以社会情感财富

理论讨论家族跨代传承与社会责任的研究刚刚

起步。 这方面还有较大研究空间， 例如， 第一

代通常具有保护 ＳＥＷ 的强烈动机， 由此家族企

业会积极主动地参与环保行动 （ Ｃｅｎｎａｍ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然而， 随着代际参与， 第二代对

ＳＥＷ 的追求与第一代有所不同。 一些学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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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第二代对 ＳＥＷ 的追求会增加 （Ｚｅｌｌｗｅ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 而 另 一 些 学 者 则 认 为 会 减 少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基于此一些学者发现，

第二 代 的 参 与 对 环 境 绩 效 有 积 极 影 响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Ｍéｎｄｅｚ ＆ Ａｒｒｏｎｄｏ－Ｇａｒｃíａ， ２０２１），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第二代的参与对环境绩

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 Ｆｅｈｒｅ ＆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９）。

此方面的理论开拓， 既可以从二代异质性角度

进行分析， 也可以从家族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进

行分析， 从而挖掘有意义的中介和调节机制。

２. 促进 “家族” 系统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

任的理论融合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与非家族企

业相比， 最大的区别来自 “家族” 系统的影响。

家族成员和家族涉入形成了 “家族” 系统， 家

族成员特征一定程度影响着家族涉入。 例如，

没有接班意愿的家族成员往往会导致家族所有

权涉入减弱。 具有高人力资本的家族成员会减

少对于非家族经理的雇用依赖， 进而加强家族

管理权的涉入， 最终展示出高企业绩效 （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家族成员特征与家族涉入的理

论融合框架常常能形成研究创新剖析家族企业

行为。 例如， Ｄｏｕ 等 （２０１９） 提出家族企业主

动环保行为受到战略控制点 （长期导向） 的影

响， 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则让家族企业能有合

法性去追求长期导向， 家族成员的承诺促进了

长期导向的追求， 由此通过理论融合发现了家

族所有权与企业主动环保战略存在被调节中介

的关系。 Ｃｒｕｚ 等 （２０１４） 把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 解构了 ＳＥＷ 的 “情感

依恋” 和 “家族控制与影响” 维度， 导致家族

企业会区别对待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 不利

于内部利益相关者； 同时家族企业追求 ＳＥＷ 中

的 “企业形象与声誉” 维度， 会在企业外部从

事提升其形象和合法性的社会活动， 从而有利

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活动。 由此， 基于现象和研

究结论的冲突进行揭露、 选择、 重构、 结合和

综合现存的事实、 观点、 理论和技巧 （Ｋｏｅｓｔ⁃

ｌｅｒ， １９６４）， 从解构理论中关键构念或维度入

手， 诸如解构出不同类别利益相关者， 解构出

第一类 （股东与高管） 与第二类 （大股东与小

股东） 不同的代理问题等， 分类探析它们对家

族企业社会责任所发挥的作用， 是融合现存理

论， 让得出的结论更具有理论解释力， 形成理

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式。

３. 基于中国情境发掘更多家族企业特征的

情境变量进行本土理论边界的探索

对现有理论添加新边际贡献的方法之一是

找到理论的适用边界， 找到理论边界的重要手

段在于发掘更多的调节或中介变量。 例如， 针

对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 识别家族企业的情境

因素对于统一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将有指导意

义， 情境因素包括所有者的管理哲学、 家族企

业文化背景、 权力距离 （张辉华等， ２００５）， 这

些情境因素不仅影响着家族企业所有者—管理

者关系， 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也可能产生直

接影响。 从国内外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关键词时

间线图谱①来看， 当下国外前沿的家族企业社会

责任研究主题关键词包括 “公司政治活动”、

“董事会独立性”、 “连锁董事”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

ｌｏｃｋ）、 “女性” 等。 当下国内前沿的家族企业

① 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未将图展示于正文， 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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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研究主题关键词包括 “家族老字号传

承” “二代交接” “社会地位” “行为偏好”

等。 需要指出的是从企业特征发掘更多家族企

业特征的情境变量并非难事， 难点在于如何将

情境变量切实以本土理论的视角展开剖析， 即

发掘当地具有意义的构念， 找出其对于理论边

界的贡献乃至创立本土理论， 换言之， 通过将

现象、 研究问题、 理论和研究发现置于客观情

境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中， 以情境化促进家族企

业社会责任研究创造性地分析和解释， 在推进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创新的同时将有利于开

拓本土理论或产生相关理论的边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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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 Ｃｕｉ， Ｖ. ， Ｄｉｎｇ， Ｓ. ， Ｌｉｕ， Ｍ. ， ＆ Ｗｕ，

Ｚ. ２０１８.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５２： ２９１－３０９.

［３１］ Ｄａｈｌｓｒｕｄ， Ａ. ２００８. Ｈｏ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３７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５：

１－１３.

［ ３２］ Ｄｅｌｍａｓ， Ｍ. Ａ. ， ＆ Ｇｅｒｇａｕｄ， Ｏ. ２０１４.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ａ⁃

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７： ２２８－２４３.

［３３］ Ｄｅ Ｍａｓｓｉｓ， Ａ. ， Ｋｏｔｌａｒ， Ｊ. ， Ｃｈｕａ， Ｊ. Ｈ. ， ＆

Ｃｈｒｉｓｍａｎ， Ｊ. Ｊ. ２０１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ｓ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２： ３４４－３６４.

［３４ ］ Ｄéｎｉｚ， Ｍ. Ｃ. Ｄ. ， ＆ Ｓｕáｒｅｚ， Ｍ. Ｋ. Ｃ. ２００５.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ｐａ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５６： ２７－４１.

［３５］ Ｄｉｅｌｅｍａｎ， Ｍ. ， ＆ Ｋｏｎｉｎｇ， Ｊ. ２０２０.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

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３： ６７５－

６８７.

［ ３６ ］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Ｌ. ， ＆ Ｄａｖｉｓ， Ｊ. Ｈ. １９９１. Ｓｔｅ⁃

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Ｅ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６：

４９－６４.

［３７］ Ｄｏｕ， Ｊ. ， Ｓｕ， Ｅ. ， ＆ Ｗａｎｇ， Ｓ. ２０１９. Ｗｈｅｎ

ｄｏ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５８： ８１－９５.

［ ３８］ Ｄｏｕ， Ｊ. ， Ｚｈａｎｇ， Ｚ. ， ＆ Ｓｕ， Ｅ. ２０１４. Ｄｏ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ｍａｋｅ ｆｉｒｍｓ ｄｏｎ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ｒｍ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７： ２５９－２７４.

［３９］ Ｄｕ， Ｘ. ２０１５. Ｉ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ｕｓｅｄ 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ｏｗｎ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２９： ３４１－

３６１.

［ ４０ ］ Ｄｙｅｒ Ｊｒ. ， Ｗ. Ｇ. ， ＆ Ｗｈｅｔｔｅｎ， Ｄ. Ａ. ２００６.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 ５００.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０： ７８５－８０２.

［４１ ］ Ｆａｎｇ， Ｈ. ， Ｓｉｎｇｈ， Ｋ. ， Ｋｉｍ， Ｔ. ， Ｍａｒｌｅｒ，

Ｌ. ， ＆ Ｃｈｒｉｓｍａｎ， Ｊ. Ｊ. ２０２２.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

ｓｉ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９： １２１５－１２５６.

［ ４２ ］ Ｆａｎｇ， Ｈ. ， Ｃｈｒｉｓｍａｎ， Ｊ. Ｊ. ， Ｄａｓｐｉｔ， Ｊ. Ｊ. ，

＆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Ｋ. ２０２２. Ｄｏ ｎ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８： １４５９－１４７４.

［４３］ Ｆａｎ， Ｙ. ， Ｚｈａｎｇ， Ｆ. ， ＆ Ｚｈｕ， Ｌ. ２０２１. Ｄ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ｒｅ 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ａｎ

ｎ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８６： １２４９８８.

［４４］ Ｆｅｈｒｅ， Ｋ. ， ＆ Ｗｅｂｅｒ， Ｆ. ２０１９. Ｗｈｙ ｓｏｍ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ｑｕ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Ｓ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８： ３２１－３３４.

［４５］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Ｍéｎｄｅｚ， Ｃ. ， ＆ Ａｒｒｏｎｄｏ －Ｇａｒｃíａ，

Ｒ. ２０２１.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

ｂｉｌｉｔｙ， １３： １２４４.

［４６］ Ｇａｌｌｏ， Ｍ. Ａ.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７： １３５ －

１４８.

［ ４７ ］ Ｇｏｅｌ， Ｓ. ， Ｍａｚｚｏｌａ， Ｐ. ， Ｐｈａｎ， Ｐ. Ｈ. ，

Ｐｉｅｐｅｒ， Ｔ. Ｍ. ， ＆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Ｒ. Ｋ. ２０１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ｗｎｅｒ⁃

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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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３： ５４－６５.

［４８ ］ Ｇｏｍｅｚ － Ｍｅｊｉａ， Ｌ. Ｒ. ， Ｃｒｕｚ， Ｃ. ， Ｂｅｒｒｏｎｅ，

Ｐ. ， ＆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 Ｊ.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ｂ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ｉｅｓ： Ｓｏｃｉｏｅ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

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 ５： ６５３－７０７.

［４９］ Ｊｉａｎｇ， Ｙ. Ｈ. ２０１８.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１：

１５５－１７３.

［５０］ Ｋｉｍ， Ｋ. ， Ｈａｉｄｅｒ， Ｚ. Ａ. ， Ｗｕ， Ｚ. ， ＆ Ｄｏｕ，

Ｊ. ２０２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Ａ

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ｌａｙｏｆｆ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７： ２３５－２５２.

［ ５１ ］ Ｋｏｅｓｔｌｅｒ， Ａ. １９６４.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５２］ Ｌａｂｅｌｌｅ， Ｒ. ， Ｈａｆｓｉ， Ｔ. ， Ｆｒａｎｃｏｅｕｒ， Ｃ. ， ＆

Ｂｅｎ Ａｍａｒ， Ｗ. ２０１８.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４８： ５１１－５２５.

［５３］ Ｌóｐｅｚ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Ｅ. ，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 Ｆｅｒｒｅｒｏ， Ｊ. ，

＆ Ｇａｒｃíａ－Ｍｅｃａ， Ｅ. ２０１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１１： １０４４－１０６４.

［５４］ Ｌｕｏ， Ｘ. Ｒ. ， ＆ Ｃｈｕｎｇ， Ｃ. Ｎ. ２０１３.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ｏｒ

ａｂ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ｉ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

ｋｅ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４： ５９１－６１３.

［５５］ Ｍａｒｉａｎｉ， Ｍ. Ｍ. ， Ａｌ－Ｓｕｌｔａｎ， Ｋ. ， ＆ Ｄｅ Ｍａｓ⁃

ｓｉｓ， Ａ. ２０２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１： １１９２－１２４６.

［ ５６ ］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 Ｓ. ， Ｍａｒｚａｎｏ， Ｒ. ， ＆ Ｐｉｓｃｉｔｅｌｌｏ，

Ｌ.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３２： ８００－８１２.

［ ５７ ］ Ｍａｒｑｕｅｓ， Ｐ. ， Ｐｒｅｓａｓ， Ｐ. ， ＆ Ｓｉｍｏｎ， Ａ.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Ｓ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７： ２０６－２２７.

［５８］ Ｍａｕｎｇ， Ｍ. ， Ｍｉｌｌｅｒ， Ｄ. ， Ｔａｎｇ， Ｚ. ， ＆ Ｘｕ，

Ｘ. ２０２０. Ｖａｌｕｅ－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ｖｓ. ｎ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ｕｓ ＣＥＯ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３： ７４５－７５８.

［５９］ Ｍａｕｒｙ， Ｂ. ２００６.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２： ３２１－３４１.

［６０］ Ｍｅｍｉｌｉ， Ｅ. ， Ｆａｎｇ， Ｈ. Ｃ. ， Ｋｏç， Ｂ. ， Ｙｉｌｄｉｒｉｍ－

Öｋｔｅｍ， Ö. ， ＆ Ｓｏｎｍｅｚ， Ｓ. ２０１８.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２６：

９－２８.

［６１］ Ｍｏｒｃｋ， Ｒ. ， ＆ Ｙｅｕｎｇ， Ｂ. ２００３.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７： ３６７－３８２.

［６２］ Ｎｅｗｂｅｒｔ， Ｓ. ， ＆ Ｃｒａｉｇ， Ｊ. Ｂ. ２０１７.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

ｙｏ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０： ３３９－３４６.

［ ６３ ］ Ｏｈ， Ｗ. Ｙ. ， Ｒｅｅ， Ｈ. ， Ｃｈａｎｇ， Ｙ. Ｋ. ， ＆

Ｐｏｓｔｕｌａ， Ｉ. ２０２３.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Ｈｏｗ ｄ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ｗｎｅｒｓ

ｍａｋｅ ＣＳ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８７： ７５９－７８０.

［６４］ Ｐａｎｗａｒ， Ｒ. ， Ｐａｕｌ， Ｋ. ， Ｎｙｂａｋｋ， Ｅ. ， Ｈａｎ⁃

ｓｅｎ， Ｅ. ，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Ｄ.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ＣＳ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ｔｒａｄ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ｆａｍｉｌｙ － 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２５： ４８１－４９６.

［ ６５ ］ Ｐｅａｋｅ， Ｗ. Ｏ. ， Ｃｏｏｐｅｒ， Ｄ. ，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Ｍ. Ａ. ， ＆ Ｍｕｓｋｅ， Ｇ. ２０１７.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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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ｄ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４２： ３２５－３４３.

［６６］ Ｒａｍａｄａｎｉ， Ｖ. ， ＆ Ｈｏｙ， Ｆ.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Ｄａｎａ， Ｌ. Ｐ. ， ＆ Ｒａ⁃

ｍａｄａｎｉ， Ｖ. （Ｅｄ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

ｏｍ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６７ ］ Ｒｏｆｆｉａ， Ｐ. ， Ｍｏｒａｃｃｈｉａｔｏ， Ｓ. ， Ｌｉｇｕｏｒｉ， Ｅ. ，

＆ Ｋｒａｕｓ， Ｓ. ２０２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ＭＥ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８： ２２９－２６０.

［ ６８ ］ Ｓａｍａｒａ， Ｇ. ， Ｊａｍａｌｉ， Ｄ. ， Ｓｉｅｒｒａ， Ｖ. ， ＆

Ｐａｒａｄａ， Ｍ. Ｊ. ２０１８. 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９： ３３－４３.

［ ６９ ］ Ｓｔａｖｒｏｕ， Ｅ. ， Ｋａｓｓｉｎｉｓ， Ｇ. ， ＆ Ｆｉｌｏｔｈｅｏｕ，

Ａ. ２００７. Ｄｏｗｎｓ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５００： Ｄｏ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ｍａｔ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７２： １４９－１６２.

［７０］ Ｔｅｒｌａａｋ， Ａ. ， Ｋｉｍ， Ｓ. ， ＆ Ｒｏｈ， Ｔ. ２０１８. Ｎｏｔ

ｇｏｏｄ， ｎｏｔ ｂａ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ｂ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５３： ９７７－９９６.

［ ７１ ］ Ｕｈｌａｎｅｒ， Ｌ. Ｍ. ， Ｂｅｒｅｎｔ － Ｂｒａｕｎ， Ｍ. Ｍ. ，

Ｊｅｕｒｉｓｓｅｎ， Ｒ. Ｊ. ， ＆ Ｄｅ Ｗｉｔ， Ｇ. ２０１２.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ｉｚｅ：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ｎｇ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ｕｔｃｈ Ｓ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０９： ４１１－４２９.

［７２］ Ｚｅｌｌｗｅｇｅｒ， Ｔ. Ｍ. ， Ｋｅｌｌｅｒｍａｎｎｓ， Ｆ. Ｗ. ， Ｃｈｒｉｓ⁃

ｍａｎ， Ｊ. Ｊ. ， ＆ Ｃｈｕａ， Ｊ. Ｈ. ２０１２.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ＥＯ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３：

８５１－８６８.

［ ７３ ］ Ｚｉｅｎｔａｒａ， Ｐ. ２０１７. Ｓｏｃｉ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４４： １８５－１９９.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 １３１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Ｙｉｎｇ Ｆｕ１ 　 Ｊｉｎｚｈａｎ Ｌｉ１ 　 Ｈｕａｗｅｉ Ｓｕ１ 　 Ｈａｏ Ｇａｏ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 ＰＢ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Ｓ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Ｓ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Ｔｈｉｓ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ｍｐ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ＳＲ ｔｈａｔ ａｌ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ＳＲ. Ｉｔ

ｄｏｅｓ ｓｏ ｂｙ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５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ＦＴ５０） ａｎｄ ｋ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ｆ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ＳＦＣ）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ｆｏｃ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ｌｖｅｓ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ＳＲ. Ｉｔ ｇｏｅｓ ｏｎ

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Ｓ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Ｓ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Ｓ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Ｓ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ｇｅｎ⁃

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ＣＳ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ｘ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ｓ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Ｓ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ｎｏｎ －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Ｓ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ｗ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ＣＳＲ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ｎｅ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ｕｒｎｓ ｉ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ＳＲ. Ｉｔ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ｔｗｏ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ＣＳ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Ｓ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 １３２　　 —

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ｄｉｇ ｄｅｅｐ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Ｓ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ｇａ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Ｓ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ｖｉ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